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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伊朗萨法维王朝时期陶瓷业的复兴*

〔伊朗〕 沙曼礼 王泽壮 曾 涛**

内容提要 萨法维王朝是伊朗传统陶瓷业走向全面复兴的时期,也是伊斯

兰陶瓷艺术发展的顶峰时期。促使萨法维陶瓷业走向复兴有内外两重因素,内

部因素是萨法维陶瓷艺术从制造、装饰到工艺等方面继承了伊朗源远流长的陶

瓷传统,外部因素是得益于伊朗陶工长期对中国先进陶瓷技术系统的学习与仿

制,以及全球化早期外部市场的刺激。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萨法维时期陶瓷

生产不仅从地域分布、生产规模上发展为一种产业,有效地填补了中国明清交

替造成的瓷器出口短缺,而且在充分借鉴、吸收和融合中西装饰元素的基础上

取得了非凡而独特的成就。

关键词 伊朗 萨法维王朝 陶瓷业 全球化

伊朗地处东西方水陆两路的交会点, 自古以来就是欧亚大陆文明交流

和融汇的核心地带。 作为世界三大陶瓷体系之一的伊斯兰陶瓷体系在继承

萨珊王朝 (224 ～ 651 年) 时期发达的陶瓷传统基础上, 经过近千年的消化、
吸收和融合, 充分借鉴了阿拉伯、 中国、 拜占庭、 印度等不同地区的制造

工艺和装饰元素, 直到萨法维王朝 (1501 ～ 1736 年) 时期才真正发展到成

熟阶段和顶峰。 在促成这一时期陶瓷业复兴和陶瓷艺术全面发展的诸多因

素中, 早期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外部因素似乎更显突出。 在

这一外部市场因素的刺激下, 从萨法维王朝时期的最高统治者 (尤其是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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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重点项目 “中国与西亚北

非文化与艺术交流” (18JJD750004) 的阶段性成果。
〔伊朗〕 沙曼礼 (Marzieh Zahiri Hashemabadi), 中央民族大学 2018 级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

生, 伊朗伊斯法军大学中文系讲师; 王泽壮,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院教授; 曾

涛, 伊朗伊斯法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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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一世, 1587～1629 年在位) 到全国各地陶瓷生产中心的普通陶工, 从伊斯

法罕专业化的皇家陶瓷作坊 (karkhaneh) 到地方制瓷业行会, 无不重视对陶

瓷生产的赞助和陶瓷技艺的钻研, 掀起了仿制中国瓷器的热潮, 以最大限度

迎合国际市场的需要。 关于萨法维王朝时期的瓷器艺术研究, 国外学术界、

博物馆界和收藏界从 20 世纪初迄今, 已涌现了大量作品, 但国内学界对此研

究几近空白。① 鉴于此, 笔者拟从艺术社会史的角度, 结合国外已出版的相关

研究成果, 对萨法维陶瓷业复兴的背景、 成就和意义进行阐述。

一 伊朗萨法维王朝时期陶瓷业复兴的历史背景

萨法维王朝历时 230 余年, 除王朝初立到阿巴斯大帝上台之前大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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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外研究参见 Yolanda Crowe, Persia and China Safavid Blue and White Ceramics in the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1501 - 1738,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2; Yolanda Crowe, “ Safavid
Blue and White Bowls and the Chinese Connection,”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 Vol. 40, No. 1, 2002; Yolanda Crowe, “ A Late Safavid Dish: A Cluster of Exotic
Trees and Foliage,” Iran, Vol. 21, No. 2, 2002; 等等。 以上成果包含了萨法维王朝瓷器受

中国瓷器影响的内容, 并且配有大量图片, 论据翔实。 Lisa Golombek, Persian Pottery in the
First Global Age,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2018; Lisa Golombek, “ Safavid Potters’ Marks and
the Question of Provenance,”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 Vol. 39, No. 6,
2001; 等等。 这些作品对萨法维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都有非常深入、 系统的论述, 其中也

涉及伊朗陶瓷对东西方元素的吸收。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1954. 该作品是研究萨法维王朝陶瓷出口数量和规模的一手文献。
Arthur Lane, Later Islamic Pottery， Persia， Syria， Egypt， Turke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1. 该作品对萨法维王朝时期陶瓷的生产地点、 装饰风格都有较深入的论述。 Yuka
Kadoi, Islamic Chinoiserie The Art of Mongol Ira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该作品对元朝时期波斯纺织品、 陶瓷器、 金属器及细密画等艺术门类中的中国元素

进行详细的微观案例分析。 国内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值得参考的有刘一虹 《美的世界: 伊

斯兰艺术》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郭西萌 《伊斯兰艺术》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罗世平、 齐东方 《波斯和伊斯兰美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这些作品多局限

于论述萨法维王朝时期的细密画, 对陶瓷艺术着墨甚少。 朱培初 《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

交流》 (轻工业出版社, 1984), 詹嘉 《中外陶瓷文化交流》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
马文宽 《明代瓷器与伊朗萨法维王朝陶器的相互影响》 ( 《考古学集刊》 2010 年第 2 期),
冯绍华 《明代万历、 天启年间景德镇外销青花瓷的历史及艺术特征的相关赏析与简述》
( 《中国陶瓷工业》 2021 年第 3 期), 王泽壮、 张越涵 《阿巴斯一世对艺术事业的重视及成

就》 [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等等。 这些作品主要以中

国为视角论述中国陶瓷的对外影响。 此外, 还有部分论文对此也有所涉略, 如苏沛权 《青

花瓷与中外文化交流》 (博士学位论文, 暨南大学, 2005)、 牟晓林 《海外需求对明清景

德镇瓷器的影响》 (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4)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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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战乱动荡外, 从整体上来看, 这是伊朗中古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
也是伊朗历史上对外关系最活跃、 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 正是在

这一时期, 伊朗陶瓷业在充分继承自己制瓷传统的基础上, 通过借鉴、 融

合和创新, 实现了从地域性的传统制瓷向全国性生产的全面转型, 并对伊

斯兰世界制瓷业产生巨大影响。 在此过程中, 除了其统治者身体力行支持

和赞助艺术创作, 营造有利于艺术创作的氛围这一主观因素外, 也与伊朗

陶瓷制造技术和工艺的深厚积淀以及外部市场的旺盛需求等诸多因素有关。
细而言之,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伊朗深厚的制瓷技术积淀是萨法维王朝陶瓷走向成熟不可或缺

的前提条件。 伊朗陶瓷传统十分悠久, 早在约 5000 年前的埃兰时期, 这里

就能制作出精美的彩陶, 并对两河流域和四周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萨珊王

朝时期, 伊朗生产陶瓷的窑口便开始不断增多, 遍及伊朗各处。 阿拉伯人

统治期间即倭马亚王朝 (661 ～ 750 年) 和阿巴斯王朝 (751 ～ 1258 年) 时

期, 由于伊斯兰教义倡导节俭, 禁止穆斯林日常生活使用金银器, 促使伊

朗陶工另辟蹊径, 开始生产品种各异、 颜色艳丽的波斯陶瓷以满足上层统

治者对日常生活的需求。 到塞尔柱王朝 (1037 ～ 1194 年) 时期, 伊朗陶工

在制胎、 釉料和装饰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 为解决胎土疏松、 黏度

不高导致陶瓷烧造成品率低的问题, 陶工发明了熔块 ( frit ware) 瓷胎的技

术, “这是一种由碎石英、 碎玻璃和黏土等制成的材料, 可以降低瓷胎的熔

点, 使其能在较低的温度下被烧制”;① 在釉料处理上, 引入安达卢斯亚地

区的一种名为 “干绳法” (cuerda seca) 技术用于瓷砖生产, 将碳酸锰和油

脂等混合物倒入拼接瓷砖的缝隙之处, 用以防止不同釉料在烧造时发生晕

散现象, 并且此法能使瓷砖釉面充满光泽、 减少褪色; 在装饰图案上, 帝

王英雄形象、 传说人物、 书法艺术开始结合, 阿拉伯风格的几何纹、 卷草

纹开始与波斯传统的鸟兽纹结合, 伊斯兰瓷器装饰风格基本形成。 此外,
陶瓷品种显著增多, 应用领域显著扩大, 卡尚、 内沙布尔都是当时闻名遐

迩的制瓷中心, 尤以卡尚生产的彩绘拼贴装饰面砖 (彩绘马赛克) 影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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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im Stanley, “Patterns of Exchange in the Decorative Art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West Asia,”
in Ralph Kauz, ed. , Aspect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From the Persian Gulf to the East China
Se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 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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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西到埃及、 叙利亚, 东到中亚乃至印度河流域, 其范围几乎覆盖整个

伊斯兰世界。① 波斯语彩色瓷砖 “kasht” 一词便来源于地名 “卡尚”。
蒙古西征以及蒙古帝国的建立, 使统治伊朗的伊尔汗国 (1256 ～ 1335

年) 和统治中国的元朝 (1271 ～ 1368 年) 在统一的政治版图下, 东西之间

的人员、 物品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空前活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波斯

“蓝” 和蒙古 “白” 两种代表不同文化审美内涵的色彩实现了跨时空结合。
青花瓷在元代大规模烧造最主要的推动力是来自以伊尔汗国为中心的广大

穆斯林的有力需求。 伊尔汗国不仅直接输入元朝青花瓷产品, 而且本地陶

工也在极力学习中国的制瓷经验, 至 1300 年前后即合赞汗统治时期, 来自

中国的龙、 凤、 莲花、 云纹等传统装饰图案开始在波斯本土的虹彩瓷器上

出现。② 帖木儿帝国 (1370 ～ 1507 年) 兴起后, 统治者又将叙利亚、 伊斯法

罕等地各类艺术工匠延揽至撒马尔罕和赫拉特等东部文化中心为帝国服务,
同时与中国明朝之间频繁往来, 瓷器交流十分密切。③ 通过这两个时期向中

国的学习, 伊朗本地制瓷业无论是在制瓷技术还是在装饰技法上都得到提

升, 为随后的萨法维制瓷业全面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进入萨法维时期

后, 尤其在阿巴斯大帝上台后, 随着国内政治秩序的恢复, 内外经济迅速

走向繁荣。 得益于这一时期空前活跃的东西文化交流和外部市场的刺激,
萨法维王朝的陶瓷在装饰主题、 器型样式、 烧造工艺等诸多方面均出现了

有别于前代的崭新面貌, 集中展现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密切交流和融汇的

历史面貌。 关于萨法维王朝陶瓷装饰中具体的中西文化元素, 笔者将另文

论述, 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 长久以来对中国陶瓷的仿制和借鉴是萨法维王朝时期陶瓷业复

兴的关键因素。 从唐末开始, 海路勃兴, 中国外销瓷的浪潮开始延绵不断,
输入地区主要就是阿巴斯王朝统治下的中东伊朗地区, 引发了伊朗陶工全

力模仿中国陶瓷的第一个高潮。 长沙窑 (铜官窑) 是这一时期向外输出瓷

器最为活跃的窑口, 成为早期对伊朗整体制瓷业影响最大的中国制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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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Roger Savory, Iran Under the Safavi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44.
Arthur Lane, Later Islamic Pottery Persia， Syria， Egypt， Turke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1, p. 9.
王泽壮、 岳晋艳: 《论波斯地毯艺术中的中国文化元素: 传入与吸收》, 《回族研究》 2018
年第 3 期, 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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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长沙窑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早大规模采用釉下多彩装饰技术的窑口,

对伊朗瓷器制造业的影响主要有二, 一是装饰技法, 二是装饰素材。 伊朗

陶工在长沙窑产品输入前, 对陶瓷的装饰仅简单地施以化妆土再绘制纹饰,

并未掌握以透明釉覆盖多色釉料的技术。 长沙窑产品输入之后, 釉下彩技

术也随之传入。 在内沙布尔和萨马拉等地的考古发掘中, 考古学者都发现

了伊朗陶工已掌握釉下彩装饰技法的实物证据。① 在装饰素材上, 长沙窑为

迎合唐朝繁荣的文化市场, 生产了大量以五言诗歌、 警句、 谚语为装饰素

材的产品, 这些产品进入伊朗后, 启发了伊朗陶工以书法装饰陶器, 库法

体、 纳斯赫体、 苏鲁斯体逐渐成为陶瓷装饰纹饰。 除了对长沙窑釉下彩瓷

的仿制以外, 这一时期的伊朗陶工在黄褐色的胎土上施以用氧化锡做发色

剂的铅釉, 制成白色的瓷胎, 并使用以钴蓝为主的颜料描绘出花叶等装饰

图案, 烧成仿造 “唐白瓷” 的 “白釉陶”, 但限于胎土和瓷工经验的不足,

仿制并不成功。

伊朗陶工仿制中国瓷器的第二个高潮就是萨法维王朝时期。 萨法维王朝

的起始时间对应中国的明中叶至清朝中期。 明朝输出到伊朗地区的陶瓷产品,

尤其为中东伊斯兰地区所热爱的青花瓷对伊朗陶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按照

英国陶瓷史学家亚瑟·莱恩的说法, 萨法维王朝时期仿制中国青花瓷可细分

为三个同步模仿的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集中仿制明嘉靖 (1522 ～ 1566 年)

和万历 (1573 ～ 1620 年) 年间的青花瓷。 这一时期明代青花瓷的生产和装

饰以官窑为主, 纹饰以云龙纹、 凤纹、 仙鹤纹、 幼鹿纹等皇家传统风格为

主。 或许是因为 “龙” 在伊朗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内涵, 萨法维王朝早期主

要制瓷中心大不里士的陶工仿制了大量以凤纹为题材的伊朗青花瓷, 伊朗

传统文化中的神鸟西摩格 (simurgh, 伊朗凤凰) 成为常见的瓷器装饰素材。

同时, 为了迎合欧洲市场需要, 萨法维王朝陶工甚至连中国瓷器的年号款

也加以模仿。② 第二阶段约为 1620 ～ 1683 年。 在这一时期, 边境压力和财政

危机导致明廷控制的官窑生产逐渐走向衰落, 最终为民窑生产所取代, 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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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车效梅、 王欣: 《9 世纪内沙布尔陶器与长沙瓷器互鉴研究》, 《中东研究》 2020 年第 2 期,
第 12 页。
Arthur Lane, Later Islamic Pottery Persia， Syria， Egypt， Turke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1, 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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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风格也呈现了特有的文人风格、 民间风格和外销风格等多元并存的局面。
外销风格中又以 “克拉克瓷” 为代表。 克拉克瓷最受欢迎的图案是以植物

纹为主题配以各类花草, 开光之内绘有羚羊、 鸟类、 宝石、 如意等, 另有

宝塔、 山水景物和雅士形象。 这类装饰均为伊朗陶工模仿, 生产出的大量

伊朗克拉克风格的青花瓷, 其中有些非常接近原作, 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

的地步。① 第三阶段为仿制衰落停止阶段, 相当于清代中期。 这一时期萨法

维王朝陶工仿制中国瓷器的样式较少, 是因自阿巴斯一世之后的君主们多

庸碌无为, 内外形势动荡, 各地窑口多陷入停滞。 与此同时, 随着中国清

王朝统治秩序的稳定和巩固, 景德镇逐渐恢复生产, 以官方为主导力量的

瓷器生产和出口重新恢复, 伊朗萨法维王朝对中国瓷器的仿制也随之走向

终结。 萨法维王朝时期的瓷业以同步模仿中国瓷器为主, 形成了国家主导、
制瓷窑口普及全国的繁荣局面。

最后, 官方重视和世界市场需求为萨法维王朝瓷业走向复兴提供了难得

的时代机遇。 出于种种主客观原因, 萨法维王朝前几位国王对陶瓷生产并没

有给予足够重视, 但到第五任君主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 这种情况发生了变

化。 阿巴斯一世从小就生长在艺术气氛浓厚的赫拉特, 童年的艺术熏陶培养

了阿巴斯一世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感知力。 为了复兴伊朗制瓷产业, 更

出于增加国家收入等目的, 阿巴斯一世对陶瓷生产非常重视。 1611 年, 阿

巴斯一世下令重修先祖萨菲·丁陵寝时, 将收藏的 1162 件中国元明瓷器捐

献给阿尔达比勒祖庙, 专修瓷厅 (chini khaneh) 用以展示。② 除收藏外, 阿

巴斯一世还身体力行参与陶瓷生产实际过程, 下令在首都伊斯法罕设立皇家

陶瓷作坊负责陶瓷生产, 亲自选定瓷器纹饰画本。 在阿巴斯一世的表率下,
王公贵族们纷纷效仿,③ 尤以呼罗珊总督卡拉恰卡伊 · 汗 ( Qarachaqay
Khan)、 克尔曼总督甘吉·阿里·汗 (Ganj Ali Khan) 等为代表。 卡拉恰卡

伊·汗为表对国王的忠诚, 也向阿尔达比勒萨法维祖庙捐赠了约 100 件自己

收藏的中国瓷器, 其中质量最佳者刻有 “卡拉恰卡伊·汗” 字样的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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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Arthur Lane, Later Islamic Pottery Persia， Syria， Egypt， Turke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1, p. 90.
马文宽: 《明代瓷器与伊朗萨法维王朝陶器的相互影响》, 《考古学集刊》 2010 年第 2 期,
第 520 页。
詹嘉: 《中外陶瓷文化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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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世至今的几件刻有姓名的藏品来看, 这位位高权重的地方官员确实具

有深厚的瓷器鉴赏能力。 也正是由于这种艺术上的天赋, 他被派往皇家陶

瓷作坊, 代表阿巴斯一世负责监工督造。① 1617 年, 他在担任呼罗珊省总督

期间奉阿巴斯一世之命修缮第八代伊玛目陵寝 (Haram) 时, 曾雇用了大量陶

工参与装饰瓷砖的设计和生产。 从此, 马什哈德成为萨法维王朝境内东北部

地区最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 与之相同的是, 甘吉·阿里·汗总督在克尔曼

省期间, 曾修建规模庞大的甘吉·阿里·汗建筑群, 当时也雇用了大批陶

工到克尔曼。 在这些工人中有很多是来自伊斯法罕的能工巧匠, 部分陶工

在完成工程后继续留在克尔曼, 使克尔曼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 “陶瓷之

都”。② 法国珠宝商、 旅行家巴蒂斯特·塔沃尼 (Baptiste Tavernier) 曾在这

一时期来到克尔曼, 目睹这里的陶瓷生产盛况和陶瓷质量, 并感叹说: “克

尔曼生产的瓷器真的很难与质量上乘的中国瓷器区别开来, 瓷器色泽内外

通白, 类银似雪。”③ 总之, 统治者的审美趣味和重视程度推动了陶瓷生产

和技艺的全面进步, 成为促使萨法维王朝陶瓷业走向复兴的重要内在动力。

瓷器作为一种产品, 其被市场认可和接受程度首先取决于其实用性,
然后是艺术性。 依理, 瓷器制造业盛衰同样首先取决于市场需要。 从全球

视角来看,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由西方殖民者主导的商业航海活动, 既是全

球化开启之事, 也是早期世界市场体系初步出现之始。 在此过程中, 亚洲

主要经济体明朝中国、 莫卧儿印度和萨法维伊朗各自都以自己的市场要素

参与和融入这一体系。 从葡萄牙商人最早于 1552 年在中国东南沿海上川岛

设立贸易转运站, 到 17 世纪荷兰、 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东印度公司纷纷加

入瓷器贸易的 100 余年中, 中国瓷器在世界瓷器市场占绝对统治地位。 作为

世界市场瓷器供应最重要的来源地, 中国明代的政局动荡深刻地影响了当

时的世界瓷器贸易格局。 阿巴斯一世即位的 1587 年正值明万历十五年, 是

明朝陷入风雨飘摇、 政局动荡的转折之年。 随着明朝危机的加深, 来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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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泽壮、 张越涵: 《伊朗萨法维时期古拉姆精英阶层对艺术事业的赞助》, 《南京艺术学院

学报》 (美术与设计版) 2021 年第 3 期, 第 113 页。
L. Golombek, “The Safavid Ceramic Industry at Kirman,” Journal of Persian Studies, Vol. 1,
No. 41, 2003, p. 261.
Arthur Lane, Later Islamic Pottery Persia， Syria， Egypt， Turke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p.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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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瓷器供应货源日益吃紧, 从而迫使西方贸易公司在亚洲四处寻找新的

替代货源。 一贯重视商业贸易的 “商人国王” 阿巴斯一世自然不会错过这

一难得的市场机遇。 “他认为, 伊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能够大大缩减西

方东印度公司的运输成本, 从而在出口贸易中占得先机。”① 正是在这一外

部市场因素的刺激下, 从阿巴斯一世开始, 掀起了全面仿制中国瓷器的热

潮, 瓷器生产作坊和窑口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 尤其邻近陆路商道的中

心城镇发展为当时著名的制瓷中心。
总之, 伊朗自身悠久的制瓷传统和深厚的制瓷技术积淀, 历史上与中

国发达的制瓷工艺之间持续不断地交流和互鉴, 尤为重要的是萨法维王朝

建国正值早期世界贸易兴起时期, 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和重视, 这些主客观

因素互相叠加, 共同促进了萨法维王朝时期制瓷业走向全面复兴和繁荣。

二 伊朗萨法维王朝时期陶瓷业的成就

得益于上述的历史条件和机遇, 随着政治统治秩序的恢复和巩固, 萨

法维王朝的制瓷业与生丝出口、 海陆过境贸易等行业一样, 也逐渐得以恢

复和发展, 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第一, 窑口数量迅速增多, 生产规模变大。 萨法维王朝前期, 王朝战

争频繁、 社会动荡导致陶瓷生产规模相对较小, 从整体的规模来看, 大体

上延续了帖木儿王朝及白羊王朝 (1378 ～ 1502 年) 时期的窑口数量。 随着

阿巴斯一世继位, 在国王自上而下的支持下, 伊朗陶工通过修缮和扩建废

旧窑址, 在全境范围的交通要道沿线和新兴城镇新建窑口, 形成了以首都

伊斯法罕为中心, 呈不规则的 “川” 字形向四周发散分布的瓷器生产格局。
尽管萨法维王朝时期的正史和其他官方材料对窑口数量缺少记录, 但仍然

可以从当时的西方伊朗贸易档案和旅行家的游记中得以窥见。 17 世纪中期

游历波斯的德国学者亚当·奥利里乌斯 (Adam Olearius) 说: “伊朗陶瓷窑

口在萨菲一世 (1629 ～ 1642 年在位) 时期已十分普遍, 每个城市基本都有

陶瓷窑口的存在, 规模最大的在库姆, 这里有手工艺品镀剑, 最重要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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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还是各种装饰精美的瓷盘, 这些瓷盘被行销到全国各大城市。”① 法国

胡格诺教派信徒、 珠宝商夏尔丹曾于 1666 年、 1673 年两次游历波斯, 并在

伊斯法罕有过四年多的旅居生涯, 是为数不多经历了阿巴斯二世 (1642 ～
1666 年在位) 和苏莱曼一世 (1666 ～ 1694 年在位) 两朝的西方旅行家, 所

著 《夏尔丹游记》 内容包罗万象, 具体而细致, 堪称那个时代的波斯百科

全书, 对欧洲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② 长期的生活体验及观

察能力使夏尔丹对萨法维王朝陶瓷生产情况记载得十分具体: “伊朗陶工

在波斯各地制造陶器, 但最好的陶器主要集中在波斯的大都市设拉子、 马

什哈德、 亚兹德和克尔曼; 若就陶瓷的质量而言, 克尔曼省内的扎兰德

(Zarand) 小镇最为出色; 在伊朗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亦有大量的窑口分布,
主要的产品是蓝彩陶器。” ③ “在设拉子的一场宫廷饮宴上所使用的餐具大

多数是陶瓷器皿, 这些陶瓷比金银更有价值, 有些瓷器颜色甚至是罕见的

绿色, 陶瓷样貌崭新, 表面光泽如玉, 欧洲陶瓷器皿与之相比是远远不

如的。” ④

除窑口数量显著增多以外, 在阿巴斯一世及后继君主的直接推动下,
萨法维陶瓷生产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阿巴斯一世在位时期设立的皇家陶瓷

作坊, 属于 33 大官方作坊之一。 到 17 世纪下半叶, 每个工作坊的专职工匠

·072·

①

②

③

④

Vafa Afshar, “Safavid Ceramics Through the Eyes of European Travellers,” Journal of Arts, Vol. 3,
No. 2, 2020, p. 88.
16～ 18 世纪, 欧洲兴起了游历伊朗的 “东方热”。 这些游历伊朗的旅行家, 都以自身所见

所闻写下了大量的游记, 勾勒了早期西方人对东方社会的初步印象。 在众多的游记中, 以

西方学术界所谓的 “六大游记” 为代表, 这 “六大游记” 无论是对西方的社会、 文化、
思想, 还是对西方的学术、 艺术、 文学题材等方面的创作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六大游记

可按语言划分, 英文版的有 Jean Chardin, Travels in Persia， 1673- 1677,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8; Sir Thomas Herbert, Travels in Persia， 1627 - 1629, London: Routledge,
2015; Engelbert Kaempfer, Exotic Attractions in Persia， 1684 - 1688 Travels & Observations,
Washington: Mage Publishers, 2018。 法文版的有 Jean*Baptiste Tavernier, Les Six Voyages de
Jean-Baptiste Tavernier, Sydney: Wentworth Press, 2018; François Sanson, Voyage ou Relation
de l’Etat Present du Royaume de Perse, Paris: Chez la veuve Mabre Cramoisi, 1695; Raphael Du
Mans, Estat de la Perse en 1660, Frankfurt am Main: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rabic*Islamic
Science at the Johann Wolfgang Goethe University, 1995。
Jean Chardin, Travels in Persia， 1673- 1677,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8, pp. 267 -
268.
Vafa Afshar, “Safavid Ceramics Through the Eyes of European Travellers,” Journal of Arts, Vol. 3,
No. 2, 2020,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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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达 150 人之多。① 皇家陶瓷作坊中的制瓷工匠分为 “制砖工匠” (kureh*
pazan)、 “制陶工匠” (kuzeh*garan)、 “制瓷工匠” (kashi*pazan) 三类, 行会

之上增设行政长官卡德科达 (kadkhoda) 负责管理陶瓷的生产质量、 售卖价

格、 同行竞争及其他事项。② 这样的组织结构不仅在伊斯法罕皇家陶瓷作坊

中有所体现, 更覆盖了伊朗各大周边城市, 在克尔曼就存在这样一个陶瓷

行会组织。③ 在精细化分工和管理下, 萨法维制瓷技术高超者更是灿若星

河, 名留青史者有早期的穆罕默德·纳卡什 ( Muhammad Naqqash) 和赫瓦

杰·穆罕默德 ( Khvajeh Muhammad) 等。 前者曾为帖木儿皇室生产瓷器,
后被延揽至伊斯法罕, 以装饰各种精细的瓷器纹饰而著称; 后者制作的瓷

盘和梨形水烟壶至今仍然珍藏于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 供世人

欣赏。④ 后期有代表性的陶瓷艺术家以克尔曼陶工赛义德·艾哈默德 (Sayy*
idi Ahmad) 成就最大, 他以仿制中国瓷器而闻名, 所仿制的瓷器有时甚至

连行家都难以分辨, 亚美尼亚商人更是以收藏他所生产的瓷器作为财富的

象征。⑤ 总之, 专业化的生产组织和人才辈出的制瓷工匠为萨法维王朝陶瓷

生产规模扩大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 制瓷中心的地理布局更加合理。 自 16 世纪初即全球化贸易肇始,

葡萄牙、 西班牙商人利用伊朗在联通环印度洋—西太平洋贸易中的有利位

置, 在霍尔木兹港设立大型贸易货栈, 将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贩卖到东南

亚、 中东、 东非和西欧一带。 然而, 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政局动荡, 尤其

是明代灭亡后清廷为了彻底解决盘踞闽台一带的郑氏集团问题而颁布更加

严厉的海禁政策, 恰恰为瓷器贸易线路中的中继站之一伊朗全力发展制瓷

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 伊朗陶瓷产量激增并大量出口到欧洲、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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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泽壮、 张越涵: 《阿巴斯一世对艺术事业的重视及成就》,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社

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7 期, 第 46 页。
Lisa Golombek, Robert Mason, Patricia Proctor, Eileen Reilly, Persian Pottery in the First Glob-
al Age,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2013, pp. 22-23.
Lisa Golombek, Robert Mason, Patricia Proctor, Eileen Reilly, Persian Pottery in the First Glob-
al Age,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2013, p. 23.
Lisa Golombek, Robert Mason, Patricia Proctor, Eileen Reilly, Persian Pottery in the First Glob-
al Age,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2013, p. 23.
Lisa Golombek, Robert Mason, Patricia Proctor, Eileen Reilly, Persian Pottery in the First Glob-
al Age,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2013,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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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阿拉伯半岛和远东等地区正是中国处于外销瓷供应货源最紧张的时

期。① 为了满足多元和广阔的国际市场需求, 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方便陶瓷出

口与转销, 萨法维王朝境内的制瓷中心重新进行了布局和调整。 按照地理

位置和出口市场对象, 这一时期的瓷器生产大体可分为三个区域。 东南部

地区, 以霍尔木兹港 (阿巴斯港) 为基础, 设立面向专事西方市场的制瓷

中心。 阿巴斯港从 8 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环印度洋海路贸易圈的枢纽之一,
也是环印度洋圈与西太平洋贸易圈实现联通的主要中转站之一, 16 世纪世

界海洋贸易兴起后直到 18 世纪中期, 更是联通整个东西方贸易网络最重要

的中转贸易中心。 1622 年阿巴斯一世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回霍尔木兹港, 直

接打通了伊朗与英国、 荷兰、 法国、 印度和中南亚各国的贸易线路。 从此,
阿巴斯港与萨法维王朝瓷器的出口息息相关, 甚至将由此港输出的暗花白陶

和玲珑陶称为 “贡布隆陶瓷” (阿巴斯港在葡萄牙语中被称为 “Gombroon”,
明代文献译作 “伽木隆” )。② 阿巴斯港的兴盛直接促成了围绕阿巴斯港的

内沙布尔、 马什哈德、 克尔曼外销瓷业的繁盛, 其中尤以对克尔曼瓷器的

影响最大。 克尔曼不仅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仿制最新样式的中国 “过

渡瓷”, 而且更是因为这里生产的瓷器器型多、 数量大、 胎质好、 装饰精,③

成为 17 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采购波斯陶瓷的首选之地。 中部地区, 以伊斯法

罕为中心。 在阿巴斯一世初期, 中部城市亚兹德、 伊斯法罕、 卡尚等地已是

著名的陶瓷生产中心。 随着阿巴斯一世在伊斯法罕设立皇家陶瓷作坊, 伊斯

法罕的陶瓷规模便开始不断扩大, 瓷工之间分工明确且专业化程度极高。④ 更

为重要的是, 随着新都伊斯法罕的崛起, 大量新建的清真寺和学校对瓷砖

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伊斯法罕陶瓷产业的发展, 奠定了伊斯法罕 “官窑”
生产的基础。 在伊斯法罕的带动下, 戈姆谢 ( Qumisheh)、 亚兹德、 设拉子

等中部陶瓷中心一跃而起。 西部地区, 以大不里士为主。 大不里士邻近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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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Lisa Golombek, Robert Mason, Patricia Proctor, Eileen Reilly, Persian Pottery in the First Glob-
al Age,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2013, p. 33.
马文宽: 《明代瓷器与伊朗萨法维王朝陶器的相互影响》, 《考古学集刊》 2010 年第 2 期,
第 520 页。
王泽壮、 张越涵: 《阿巴斯一世对艺术事业的重视及成就》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 2020 年第 7 期, 第 49 页。
Lisa Golombek, Robert Mason, Patricia Proctor, Eileen Reilly, Persian Pottery in the First Glob-
al Age,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2013,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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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曼土耳其、 外高加索和俄罗斯等地, 是伊朗高原中心区域通往这些地区

的必经之地。 此外, 大不里士和阿尔达比勒都曾是伊朗古老的制瓷中心之

一, 这里的陶工不仅忠实地继承了古伊朗陶器的制作工艺, 到萨法维王朝时

期又全面借鉴和融合了诸多中国瓷器的装饰风格, 产品深受各国欢迎。 今天

在国际拍卖会上被国际收藏家热捧的所谓 “库巴奇陶瓷” (Kubachi ware) 实

际上就是萨法维王朝时期在大不里士和阿尔达比勒一带出产并出口至外高

加索、 俄罗斯和奥斯曼土耳其的伊朗青花瓷。①

第三, 制瓷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陶瓷器型种类增多。 随着萨法维王朝

陶瓷业的恢复和发展, 陶瓷生产技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瓷砖制造

方面, 采用 “七彩” (haft*rang) 技术烧造瓷砖开始普及。 这项技术 “将纯

黏土和少量沙子混合, 制成瓷胚, 素胚表面施以由白石粉和碳酸钠等混合

物制成的釉料, 反复进窑烧制三次, 成品约 16. 51 厘米见方, 成品的瓷砖还

需在拼接处不断修整, 以确保完美的接合”。② 虽工艺烦琐复杂, 但以此法

烧造出的瓷砖产品, 能够抵挡住伊朗地区强烈的阳光而数百年不褪色。 七

彩工艺从此被后世所继承, 赞德王朝 (1750 ～ 1794 年) 时期兴建的瓦基尔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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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库巴奇陶瓷” 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西方学界。 库巴奇原为外高加索距离巴库约 60 公里的小

镇, 今属于俄罗斯联邦北高加索东部达吉斯坦共和国, 1861 年俄国考古学家阿纳托利·伊凡

诺夫 (Anatoly Ivanov) 在此发现陶瓷遗存但并未进行系统的研究, 直到 1907 年伊斯兰艺术

收藏家迪克兰·凯勒基恩 (Dikran Khan Kelekian) 大量收藏此类陶瓷, 并在 1909 年发表的

文章中首次提出 “库巴奇陶瓷” 这一概念。 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国际陶瓷学界对 “库巴奇

陶瓷” 来源问题争议颇多, 随着化工分析技术 “陶瓷岩相学” 技术的进步, “库巴奇陶

瓷” 的起源问题才得以解决, 这类陶器的主要产地在大不里士、 阿尔达比勒, 除此之外马

什哈德也生产少量该类瓷器。 “库巴奇陶瓷” 之所以未在伊朗境内的产地发现, 而是在远

离产地的外高加索地区大量出土, 乃是因为这些陶瓷因交换库巴奇小镇所生产的盔甲、 刀

剑而输出到这里。 据研究, “库巴奇陶瓷” 烧造时间大抵从 15 世纪中叶到 17 世纪末, 历

时 200 余年, 历经了萨法维王朝的始末。 根据风格分析, “库巴奇陶瓷” 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 15 世纪中晚期到 16 世纪中期, 以本土风格为主, 绘画装饰深受礼萨·阿巴西

(Reza Abbasi) 的细密画风格的影响; 第二时期从 16 世纪中晚期到 17 世纪中期, 集中仿

制中国的青花瓷 (有关 “库巴奇陶瓷” 与中国青花瓷之间的关系, 笔者将另文叙述), 更

为重要的是, 这一时期所仿制产品大量出口到奥斯曼帝国, 对奥斯曼帝国制瓷重地伊兹尼

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且有学者认为 “库巴奇陶瓷” 通过对西班牙锡釉彩陶的直接影响而间

接地影响了后来的葡萄牙和荷兰、 德国等西方的制瓷装饰; 第三时期即 17 世纪末 18 世纪

初, 这是 “库巴奇陶瓷” 的衰亡期, 数量少、 质量差, 与萨法维王朝后期的动荡和衰落相

一致。
Roger Savory, Iran Under the Safavi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48-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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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 (Vakil Mosque), 恺加王朝 (1779 ～ 1921 年) 时期兴建的莫勒克清

真寺 (Nasir al*Mulk Mosque, 即粉红清真寺)、 阿菲夫阿巴德花园 (Afifabad
Garden) 所用瓷砖皆是七彩瓷砖。 在瓷器装饰技法上, 萨法维王朝陶工还发

明了一种漆合技法 (lacquer binding), 其灵感来源于明嘉靖至天启 (1621 ～
1627 年) 年间生产的漆器。① 值得一提的是, 这项技术随后还被延伸到书籍

装帧领域。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珍藏的一本法特赫·阿里国王 ( Fath Ali
Shah, 1797 ～ 1834 年在位) 曾经随身携带的 《古兰经》 抄本, 就采用了这

项装饰技术。 在陶瓷器型方面, 一些新的陶瓷器型开始出现。 这些新器型

按应用范围可分为两类。 一是适用于国内市场的器型。 16 世纪开始, 咖啡、
烟草等陆续传入波斯, 伴随而来的是 “咖啡厅” ( Ghahve Khaneh) 休闲社

交成为萨法维王朝普遍盛行的社会时尚。 萨法维陶工为迎合这种消费诉求,
生产了诸如咖啡杯、 水烟壶、 痰盂等, 这些新的器型样式装饰精美, 既

仿制中国的克拉克瓷, 也有伊朗传统的虹彩陶瓷器型, 种类丰富多样。 二

是适用于国外市场的器型。 从 17 时期早期开始, 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木制模

型不断地送往中国景德镇、 沿海周边窑口进行生产, 同时这些器型样式又

被伊朗陶工所同步仿制。② 随着伊朗与西方东印度公司贸易规模的不断

扩大, 新式陶瓷种类逐渐增多: 克拉普穆茨碗 ( klapmutz③ bowl)、 奶酒壶

(possetpot)、 鸡蛋杯 ( eggcup)、 烛台 ( candlestick)、 啤酒杯 ( jug)、 瓷鞋

(shoes) 等层出不穷, 集中显示出萨法维王朝陶瓷器型多样化背后的市场推

动力。
第四, 萨法维瓷器行销范围广, 出口量大。 伊朗地理位置特殊, 东西

方贸易往来、 内陆各地的商品贸易流通非经伊朗难以为继。 17 世纪, 正处

于欧洲与亚洲陶瓷贸易稳步增长的时间段。 在两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萨

法维王朝陶瓷自阿巴斯港开始从东西两个方向持续不断地出口到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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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Tim Stanley, “Patterns of Exchange in the Decorative Art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West Asia,”
in Ralph Kauz, ed. , Aspect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From the Persian Gulf to the East China
Se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 p. 114.
Yolande Crowe, “The Safavid Potters at the Crossroad of Styles,” in Willem Floor, Edmund Herz*
ig, ed. , Iran and the Word in the Safavid Age, New York: I. B. Tauris, 2012, p. 408.
Klapmutz, 荷兰语, 意为 “帽子”。 克拉普穆茨帽是 17 世纪荷兰社会底层人士常戴的深帽,
以羊毛制成。 这种帽子的形状后来演变为晚明专为荷兰市场生产的一种汤碗, 且多以克拉

克风格为主, 也被伊朗陶工大量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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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洲地区, 结合陶瓷考古出土信息及当时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录来看,
萨法维王朝陶瓷是 17 世纪伊朗输往印度的主要商品之一。 荷兰东印度公司

档案载: “萨法维王朝陶瓷运往印度的卸货港口主要集中在南亚的锡兰和印

度的科钦、 马拉巴尔等海湾, 其中在 1680 ～ 1681 年有一大批萨法维王朝陶

瓷被运往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随后被销往印度。”① 除此之外, 萨法维王

朝陶瓷还被远输到阿拉伯半岛沿海和腹地, 已为也门、 巴林等地出土的萨

法维王朝陶瓷残片所证实。② 关于欧洲地区, 萨法维王朝瓷器主要通过荷

兰、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销售网络和贸易商船辗转扩散。 精细的萨法维王朝

瓷器在欧洲一度作为奢侈品在上层社会广受欢迎,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员

常常将萨法维王朝陶瓷同日本、 中国陶瓷混淆在一起, 以求高价。 另外,
从数量上来看, 在 1625 年之后的 25 年时间里, 伊朗陶瓷每年向巴达维亚出

口约 1600 件, 总计约 4 万件。③ 但 17 世纪伊朗陶器的实际输出量应大于此

数, 因伊朗陶器不仅出口到巴达维亚, 而且还输往其他亚非各地。④ 这一时

期, 欧洲贸易公司在伊朗的采购量明显增多。 从 1629 年开始萨法维王朝陶

瓷便开始大量出口, 当年便有 4000 件瓷器被装上船运往阿巴斯港出口, 到

1635 年陶瓷销售数量达到顶峰, 近 10 万件咖啡杯被运往欧洲, 1638 年虽有

减少, 但输往欧洲的陶瓷数量仍超过 33000 件。⑤ 除海上运输以外, 英国旅

行家托马斯·赫伯特 (Thomas Herbert) 于 1627 ～ 1629 年在伊朗旅行期间,
曾目睹大量由印度、 中亚和阿拉伯商人组成的驮马商队陆续从伊朗运出瓷

器。⑥ 换句话说, 萨法维王朝陶瓷出口不仅借助海路, 而且还利用四通八达

的陆路贸易网络不断地输出到周边地区。
总之, 萨法维王朝时期陶瓷业在各种有利因素的作用下, 特别是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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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Lisa Golombek, Robert Mason, Patricia Proctor, Eileen Reilly, Persian Pottery in the First Glob-
al Age,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2013, p. 34.
Lisa Golombek, Robert Mason, Patricia Proctor, Eileen Reilly, Persian Pottery in the First Glob-
al Age,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2013, p. 35.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Brill, 1954, p. 116.
马文宽: 《明代瓷器与伊朗萨法维王朝陶器的相互影响》, 《考古学集刊》 2010 年第 2 期,
第 521 页。
Lisa Golombek, Robert Mason, Patricia Proctor, Eileen Reilly, Persian Pottery in the First Glob-
al Age,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2013, p. 25.
Lisa Golombek, Robert Mason, Patricia Proctor, Eileen Reilly, Persian Pottery in the First Glob-
al Age,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2013,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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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积极利用世界市场机遇的有利时机下, 在生产规模、 制瓷技术、 品种多

样化和出口量等方面, 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三 伊朗萨法维王朝时期陶瓷业复兴的意义

伊朗陶瓷业在萨法维王朝时期的恢复和发展, 不仅为萨法维王朝国力

的强盛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而且还一度作为世界瓷器市场的替代品

填补了市场空白, 甚至对伊朗乃至整个伊斯兰艺术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 萨法维王朝时期陶瓷业的复兴不仅是王朝经济繁荣的表现, 也

是王朝获得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萨法维王朝建立以来, 就与周边邻

国和地区战争不断, 常年的战争使王朝的国库收入一度陷入困境。 在塔赫

玛斯普一世 (1524 ～ 1576 年在位) 统治的最后 14 年里, 政府的整个岁入从

16 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 500 万金币, 下降到 1571 年的 300 万金币, 其孙阿巴

斯大帝继位初期, 甚至一度出现了用羊皮刻字代替军饷的悲惨状况。① 然

而, 作为萨法维王朝历史上少有的中兴之主, 阿巴斯一世自然不会放任萨

法维王朝的经济每况愈下, 他采取了诸多政策来恢复伊朗的经济。 例如,
他扶植伊朗的本土棉花种植以减少对印度棉布进口的依赖, 限制境内金银

贵金属的外流; 垄断了伊朗生丝的生产和出口, 通过对亚美尼亚人有计划

的移民和专门委任等手段, 建立高度国际化、 专业化的生丝原料和丝织品

营销网络, 以提高国家的外贸收入; 等等。② 尽管同伊朗传统的生丝贸易出

口量相比, 伊朗瓷器的出口总值在对外贸易量中的占比并不大, 但随着欧

洲市场需求的扩大以及英国、 荷兰、 瑞典和法国等贸易公司的加入, 尤其

中国瓷器出口短缺造成了欧洲市场空白, 为素以转口贸易著称的伊朗萨法

维王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阿巴斯一世以及随后的继任者正是抓

住了这样的机遇, 实现了伊朗陶瓷产品对外出口的空前剧增。 从目前保存

完整的英国、 荷兰两国的东印度公司贸易档案来看, 1665 ～ 1681 年的 16 年

间是伊朗瓷器出口欧洲数量最大的时期: 1665 年为 4646 箱, 1668 年为 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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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Willem Floor, The Economy of Safavid Persia, Wiesbaden: Dr Ludwig Reichert, 2000, p. 30.
高娟、 王泽壮: 《参与与贡献: 萨法维伊朗与早期世界贸易体系》, 《安徽史学》 2022 年第

1 期, 第 96、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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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1669 年为 4832 箱, 1670 年为 6638 箱, 1675 年为 1960 箱, 1676 年为

1900 箱, 1677 年为 3921 箱, 1681 年为 4556 箱。① 当然, 萨法维王朝瓷器

因质地精美, 加上酷似中国瓷器, 输出地并不限于欧洲一地, 还销往东南

亚、 印度次大陆和非洲沿海城市等地, 这些地区的博物馆至今还保存不少

萨法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展品。② 萨法维王朝瓷器不仅出口数量大, 出口地点

多, 而且售价也十分可观。 1666 年, 从巴达维亚开往好望角的荷兰东印度

公司 “维斯特伍德” 号商船上有一张伊朗瓷器在欧洲市场的售价清单: “在

这艘船上共运输了两类伊朗陶瓷, 一类为 40 件精瓷, 其中 14 只大盘, 每只

售价为 0. 5 弗罗林 ( florin); 14 只中盘, 每只售价为 0. 4 弗罗林; 12 只小

盘, 每只售价为 0. 3 弗罗林。 另外一类是民用器, 包括 100 只陶盘, 每只售

价 0. 2 弗罗林; 25 只陶碗, 其中 8 只大碗, 每只 0. 5 弗罗林, 8 只中碗, 每

只 0. 4 弗罗林, 9 只小碗, 每只 0. 3 弗罗林; 20 只小碟, 每只售价 0. 1 弗罗

林。③ 1674 年, 从巴达维亚开往孟加拉的 “克拉弗斯克” 号荷兰东印度公

司商船文件记载: “现在从亚洲获取到质量上乘的瓷器很难, 运送的 130 件

粗制伊朗陶器, 其中包括 48 只盘子、 62 只碗和 20 只小壶, 每只价格分别

为 1. 5、 0. 8 和 0. 6 弗罗林。④ 从 1666 年到 1674 年的 8 年内, 伊朗同类瓷器

的售价上涨了 3 倍。 今天我们难以对伊朗萨法维王朝瓷器出口总收入得出准

确的具体额度, 但通过西方贸易档案的零星记录加上对行销区域的广泛性

进行估算, 应该是一笔相当丰厚的国家收入。 正是外销利润的有力刺激,
萨法维王朝时期的瓷器能够与生丝、 地毯一度成为三大主要出口产品, 对

伊朗跻身近代早期伊斯兰世界三大帝国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其次, 萨法维制瓷业的繁荣有效地填补了因中国政权动荡造成的全球

瓷器市场的空白, 弥补了世界贸易体系供应链的断层。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

看, 16 ～ 17 世纪既是全球贸易的兴起阶段, 也是全球化市场的肇始。 自欧

洲殖民者发现美洲伊始, 西方商人便将新大陆黄金、 白银等贵重金属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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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Yolande Crowe, Persia and China Safavid Blue and White Ceramics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
seum 1501-1738, Eastbourne: Gardners*Books, 2002, p. 21.
马文宽: 《明代瓷器与伊朗萨法维王朝陶器的相互影响》, 《考古学集刊》 2010 年第 2 期,
第 521 页。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Brill, 1954, p. 115.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Brill, 1954, 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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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输往亚洲, 以换取中国的瓷器和丝绸、 印度的棉布和靛蓝、 伊朗的

生丝和地毯以及奥斯曼土耳其的羊毛和皮货等, 亚洲四大经济体都以强大

的供货能力源源不断地为西方贸易公司提供货源。 然而, 中国从明朝万历

年间开始经济衰落和随之而来的全面社会动荡直接造成国际瓷器市场的货

源短缺和枯竭。 在中国瓷器货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

人不得不将目光转移到中国之外的地方, 越南、 日本、 伊朗等制瓷传统悠

久的三个国家便迎来了各自的繁荣期。 越南和日本制瓷业深受中国影响,
越南从 14 世纪末在明朝青花瓷的影响下开始生产青花瓷 ( “安南青花” );
日本从明朝末年开始仿烧自己的青花瓷 ( “染付” “芙蓉手” ); 伊朗在帖

木儿时期也开始仿烧青花瓷, 但三个国家制瓷产业化、 规模化并大量进入

国际市场都是在 17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 上面提及的伊朗瓷器出口量最大

的 16 年, 从时间上来看, 正处于世界陶瓷史上的所谓 “过渡期”①, 完全对

应清初因时局动荡而出现的中国瓷器外销空白期。 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和

统治秩序的恢复, 以景德镇为主的全中国瓷器生产和外销也逐渐走向正常,
由此引起的市场连锁反应便是伊朗陶瓷出口量呈锐减之势, 到萨法维王朝

结束时西方贸易公司的文档只有零星输出的记载了。 中国瓷器生产和出口

能力在国际市场上的恢复, 不仅对伊朗萨法维王朝的瓷器生产和出口进行

挤压和打击, 越南制瓷业从此也一蹶不振并淡出历史舞台, 唯有日本制瓷

业在借鉴中国制瓷技术的基础上能根据市场变化而推陈出新, 从而在世界

市场上得以生存和延续。 总之, 在全球市场形成的早期, 因中国瓷器供应

链中断而造成的市场空白, 对上述三个国家制瓷业来说既是有利的外部诱

因, 也意味着难得的市场机遇, 萨法维王朝正是抓住这一机遇才实现了制

瓷业振兴, 而且还卓有成效地填补了国际瓷器市场空白, 为萨法维王朝深

度参与和融入早期世界经济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872·

① “过渡期”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 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中国文物收藏家弗里德里希·帕泽斯基

提出的, 他对中国明末清初的青花瓷进行鉴别、 分类, 并根据其装饰风格的统一性提出了

“过渡期” 这一概念, 即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也有中译 “转变期” ), 时间上是从明

万历四十八年起到清康熙二十二年止, 即 1620 ～ 1683 年。 后来随着考古发掘, 特别是沉船

出水瓷器的发现, 学界对 “过渡期” 起始年代有所修正, 如克拉克瓷器研究的先驱者莫拉·
里纳尔迪 (Maura Rinaldi) 提出, “过渡期” 开始年代应从 1652 年或 1657 年算起, 参见

Maura Rinaldi,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Virginia: Bamboo Publishing,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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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萨法维王朝瓷器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载体, 成为在全球化浪潮

推动下世界各地文明互学互鉴的典型案例。 萨法维王朝伊朗瓷器品种繁多,
如果说米纳依彩瓷、 “库巴奇陶瓷” 是伊朗本土瓷器品种的代表, 那么这一

时期在国际市场上深受欢迎的伊朗青花瓷则是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
属于真正的具有跨文化属性的产品。 元青花是中国和伊朗两国瓷工直接合

作的产物, 明青花从永乐年间随着郑和下西洋批量地进入伊朗, 到 16 世纪

初萨法维王朝建立后, 明青花输入伊朗的数量更大。① 阿巴斯大帝为了提高

伊朗整体制瓷水平, 远从中国招募 300 余名制瓷匠人定居伊斯法罕, 实地指

导伊朗陶工进行生产。② 得益两地面对面的制瓷技术的交流, 萨法维王朝青

花瓷几乎采用了中国明代青花瓷的所有装饰图案。 2007 ～ 2011 年伊朗和中国

考古学界在伊朗里海沿岸古城法拉哈巴德的夏宫贾汉纳马宫 ( Jahannameh
Palace) 遗址发掘的伊朗青花瓷实物中, 就有精仿中国 “八仙过海” 的装饰

图案, 蓄浓须, 着飘逸长袍, 其中以铁拐李的形象尤为逼真, 头戴发箍,
手拿葫芦状的法器, 衣摆之处以淡淡的波浪纹勾勒。③ 值得一提的是, 伊朗

陶工为了追求 “逼真”, 还精准地模仿了汉字 “大明成化年制” 钴蓝六字

款。 如果说中国文化元素在萨法维王朝青花瓷装饰上的集中呈现是中伊两

国瓷器文化长期交流的自然结果的话, 那么西方装饰元素为萨法维王朝青

花瓷所采用, 则完全是由全球化早期世界市场兴起的历史契机促成的。 自

1622 年起阿巴斯大帝从葡萄牙人手中收回霍尔木兹港之后, 西方的东印度

公司便得以在这里直接设立大型商栈。 伊朗陶工为了迎合日益扩大的西方

市场需求, 有意识地将西方纹饰绘制在瓷器上, “许德拉” (hydra) 纹瓷碗

为其中典型。 “许德拉” 本是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九头水怪, 巨大的身躯代

表力量、 多头则代表强悍的生命力, 是西方盛行的传统装饰图案。 从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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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Hakimeh Razeghi Mansor, Ran Zhang, Bagher Soljo, Binbin Chen, Guangyao Wang, “The Chi*
nese Ceramics Unearthed from the Site of Jahan Nama Palac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tudies,
Vol. 12, No. 4, 2020, p. 118.
马文宽: 《明代瓷器与伊朗萨法维王朝陶器的相互影响》, 《考古学集刊》 2010 年第 2 期,
第 519 页。
Hakimeh Razeghi Mansor, Ran Zhang, Bagher Soljo, Binbin Chen, Guangyao Wang, “The Chi*
nese Ceramics Unearthed from the Site of Jahan Nama Palac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tudies,
Vol. 12, No. 4, 2020, 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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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伊朗 “许德拉” 碗来看, 碗内壁分为 8 个开光, 开光内绘 “石中松”, 碗

心绘 “骑驴过桥图”, 背景辅以 “火焰纹”。 “许德拉” 纹饰图案前后对应,

绘于器腹外壁, 主题纹饰 “许德拉” 之间以伊朗传统的如意纹、 莲花纹、

涡卷纹等辅助纹饰相隔。 碗心 “骑驴过桥图” 是嘉靖和万历时期中国青花

大碗上常见的装饰题材, 但骑驴者却为欧洲人形象。 这种由伊朗瓷工绘制

烧造, 自带本土元素, 兼采中西风格而将三种不同文化元素集于一身的

“许德拉” 碗, 既是伊朗瓷工有意迎合西方市场需要的产物, 也是这一时期

文化交流和互鉴空前活跃的产物, 鲜明地体现了萨法维王朝青花瓷的时代

特征和伊朗伊斯兰艺术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

结 语

伊朗制瓷业的历史源远流长, 自身技术积淀深厚, 同时又善于借鉴和

吸收外来有利因素, 因此伊朗制瓷工艺历代均有所创新。 但直到 16 世纪初

萨法维王朝建立后, 伊朗制瓷业才迎来全面的复兴, 传统制瓷业向专业化、
组织化、 规模化和市场化方向转型和升级, 在窑口数量、 生产规模、 器型

种类、 出口数量、 行销范围、 艺术成就等方面较以前均有大幅提升, 这一

时期, 伊朗制瓷技术超过同时代伊斯兰世界其他国家, 代表了伊斯兰制瓷

水平的巅峰。

伊朗萨法维王朝制瓷业的复兴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仅得

益于自身悠久的制瓷传统, 更有赖于对外部因素的借鉴、 吸收、 融汇和创

新。 一方面, 历史上伊朗与中国在制瓷工艺方面长期保持频繁而密切的交

流, 在装饰风格上相互借鉴; 另一方面, 16 世纪是全球市场和全球贸易的

肇始, 伊朗凭借特殊的地理区位在中国瓷器出口短缺的背景下, 及时抓住

市场机遇, 大力生产瓷器以填补市场空白, 换言之, 旺盛的世界市场需求

构成了萨法维王朝制瓷业复兴的外部刺激因素。

总之, 萨法维王朝制瓷业的复兴, 既得益于自身悠久的制瓷传统和技

术积淀以及统治者的重视, 更得益于早期全球瓷器市场因中国货源紧张而

带来的外部市场机遇。 既是机遇, 即意味着偶然性和不可重复性, 历史事

实正是如此: 因为随着 17 世纪后期中国清朝统治秩序的稳定以及出口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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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恢复, 世界瓷器市场供货不足的现象不复存在, 萨法维王朝的制瓷

业和越南、 日本的制瓷业一样都失去了因填补空白而造就的短暂繁荣, 再

加上萨法维王朝后期内忧外患, 维持萨法维制瓷业繁荣的内外部有利条件

均永久丧失。

[责任编辑: 龙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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